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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分析及启示 

刘昱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基础部，北京 101416) 

摘  要: 以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后发优势与

后发劣势及其对当代科技创新的启示。提出在利用后发优势方面，“两弹一星”工程主要通

过对风险规避优势、跟进优势与机遇优势进行有效利用，实现了国防科技的整体跨越式发展。

在后发劣势方面，主要采用科学-技术-工程同步推进和技术民主两种方式，充分调动有限资

源，比较有效地规避了后发劣势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分析了这些做法对我国当代科技创

新与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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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经济学领域

的两个概念。后发优势理论是 20世纪 60年代由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创立的，利伯曼、汤姆森等学者

都对此做过研究。格申克龙的理论对后发优势做

了四个层次的概括：第一，替代性手段和工具的

寻求使后发者有多种选择性，使他们少走弯路；

第二，后发者可以直接引进先发者的成果；第三，

后发者可以借鉴先发者的经验教训，实现赶超；

第四，后发者落后的现实会促进其产生更强的发

展动力[1]。经过列维（Mickey Levy）和 M. 阿伯

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等学者的发展，

该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完善。“后发劣势”由

经济学家马克·W·沃森（Mark W. Watson）首

次提出。沃森认为，后发劣势表现在两方面：制

度模仿的困难和长期效果难以维持[2]。以上对这两

个概念的诠释是一般性的，并未具体到军事技 

术，尤其是大科学工程领域。军事技术和大科学

工程往往由于其实施环境和过程的特殊性而有

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表现。“两弹一星”工程就很

明显地具有这些特点。美国的约翰 ·W·刘易斯

（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国原子弹的制

造》中将中国原子弹制造的准备和实施阶段作了

较详细的梳理，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在政治管理上注重人心的凝聚和士气的鼓

舞[3]，而凝聚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状态。刘戟锋、刘艳琼

和谢海燕总结了“两弹一星”工程在管理层面和

技术层面的成功经验，并通过与“曼哈顿”工程

的比较指出了其独特的管理特色和技术路径[4]。

总的来看，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基本一致，

虽然他们很少直接论及“后发优势”或“后发劣

势”，但都在其观点中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上

承认了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和中国人为改变这

种状态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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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两弹一星”工程为研究对象，基于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理论，分析该工程中的后发

优势和后发劣势，并提出了规避后发劣势的两种

方法，以期对当代中国科技创新有所启示。 

1  “先发”与“后发”的优劣之分 

“先发”与“后发”的优劣分类可能存在四种

情况：先发优势，先发劣势，后发优势，后发劣

势。先发优势不言自明，无论在科学技术上还是

军事战略上，“先发制人”者总是咄咄逼人，它意

味着比对手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机会。相较而言，

先发劣势往往与先发者所承担的风险有关。风险

之一在于，先发者有可能失败，譬如新技术、新

项目的下马，或者新战略的失效；风险之二在于，

处于探索阶段的技术或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

弯路，先发者所付出的代价常常高于跟进者。正

是与先发劣势的风险相对，才产生了“后发优势”：

后发者可以借助先发者的经验教训，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探索过程中的风险(风险规避优势)；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后发者可以直接引进先发者的成果

(跟进优势)；此外，后发者更容易抓住多变的机遇，

从而可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机遇优势)。后发劣势

则集中体现在“后发者制于人”这一点上。就军

事技术的独特性(保密和事关国家安全)而言，主要

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其

二是过度依赖的可能。 

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两弹一星”

工程，分别是“先发”与“后发”项目的典型代

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项大科学工程，曼哈顿

工程堪称“典范”，其“成功经验可继续作为速

度和效能的楷模，作为衡量其他计划的标准。”[5]

首先拥有原子弹的美国，一直试图保持对原子弹

的垄断，并常常以此作为威胁对手的筹码(中国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要应对这种威胁，才

决心研制原子弹)。而美国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

所面临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也为众所周知。中

国的“两弹一星”工程，首先避免了先发者的第

一类风险——技术或项目“不可能性”的风险，

因为美国和苏联的例子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只

要理论和资源等条件满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

卫星是可以研制成功的。其次，主要借助于苏联

的援助，中国也避免了相当一部分成本风险。有

关这一点最明显的对比，就是苏联撤销援助前后

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进展过程：一方面，苏联撤

援加剧了中国的第一类后发劣势，“跟踪学习”的

路被阻断；另一方面，正是苏联的撤援，客观上

促成了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的独立自主，从而

避免了“过度依赖”的后发劣势。难怪毛泽东在

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要说：“谁说

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些尖端技术，极好，逼得我

们自己干出来，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

勋章。”[6] 

2  “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后发优势利用 

“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后发优势，既有一般技

术领域所具备的三种基本形式(风险规避优势、跟

进优势、机遇优势)，又因其军事技术的特殊属性，

而有不同的表现。大体而言，相较于民用技术或

一般技术的普遍性，在军事技术、尤其是尖端国

防科学技术领域，以上三种优势的影响程度和重

要性各不相同。 

就风险规避优势而言，军事技术后发者可以

从理论上完全避免先发者曾做出的错误决策，大

大节省时间和资源。但军事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与

利益，先发者向后发者的军事技术转移总是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最先进的技术理论、工艺手段

和设备不会列入转移对象。对于技术落后较大的

后发者来说，这一优势尚较为明显。如果只是相

对落后，则优势很容易转变为劣势。 

跟进优势与风险规避优势类似，且利用途径

更加丰富多样。如果说风险规避优势还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后发者自身的努力，跟进优势则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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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发者对先发者已有成果的直接引进和借鉴。

正因如此，格申克龙称其为“免费搭乘”效应。

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后发者甚至可以通过购买

先进装备进行分解研究，而提升自身的技术水

平。跟进优势的幅度同样很小。当后发者的技术

差距与先发者缩短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优势将不

复存在。 

机遇优势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影响力明显超过

上述两种优势。由于军事技术的竞争比一般技术

竞争更为激烈，后发者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

切，更希望能尽快取代先发者的位置，或至少在

某些方面超过先发者。因而，后发者往往比先发

者思路更开阔，也更容易接受改进和革新。在一

些新的技术生长点，还有可能抢占先机，“反客为

主”，成为该领域的先发者。这对应于格申克龙所

讲的第四个层次的后发优势。 

2.1 “两弹一星”工程对风险规避优势与跟进

优势的利用 

风险规避优势与跟进优势可以归于同一类

型。本质上，获得这两种优势的过程，都是后发

者向先发者学习的过程。具体到“两弹一星”工

程，该过程伴随着苏联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援助而

展开：设备和技术资料的援助使中国获得了跟进

优势，人才的培训和专家的援助使中国获得了风

险规避优势。两项优势的积累，在新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的奠基阶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

着中苏技术交流的推进，风险规避优势与跟进优

势也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和形式。 

“两弹一星”工程实施初期，正值中苏合作的

“蜜月”阶段，苏联主要向中国提供了两枚 P-2型

导弹教练弹、全套设备部件和技术资料，铀同位

素分离气体扩散实验室的设备，帮助中国建设了

小型回旋加速器和 7000 千瓦实验性重水原子反

应堆。这几项援助直接为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奠

定了硬件基础。而 M-3计算机、БЭСМ-Ⅱ型计算

机的全套技术资料及相关电子元器件设备和资料

的援助，则为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提

供了间接辅助作用。但中国接受这些援助的方式

却并非“拿来主义”的，而是一边接受、一边学

习、一边改进。在这一过程中，风险规避优势以

较为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导弹研制为例，从 1958年接受苏联提供的

P-2 教练弹到 1964 年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和研制

的导弹发射成功，中国的导弹探索过程大体上经

历了拆解-组装、自行制造、仿制、自行研制四个

阶段。拆解-组装阶段，负责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

院首先将教学用 P-2 导弹进行了拆解，全面系统

地了解了导弹的弹体结构和元器件组成。在此基

础上，五院组织一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对其重新进

行组装。经过数次拆解和组装，科研人员对导弹

的基本结构已经了然于胸。拆解-组装阶段的最后

一步，是将苏联提供的 P-2 导弹全套器件组装成

弹体，并加注燃料进行试射。自行制造阶段，是

中国在本土采用苏联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手段，生

产出导弹的各个组成器件，然后组装，进行试射。

仿制阶段比自行制造阶段更进一步，在前两个阶

段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要通过仿制积累自行设计

和研制的经验。五院仿制的第一枚 P-2 导弹，采

用了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苏联专家认为中国的

燃料不合格，坚持要用苏联进口的燃料。中国科

技人员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及早开展了相关研究、

化验和检测工作，在 1960年 8月苏联专家撤走后

一个月，即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仿制的 P-2 导

弹。该型号导弹后来被命名为“1059”。 

根据这一过程可见，“两弹一星”工程的组织

领导者有效地将风险规避优势和跟进优势进行了

结合，并将跟进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风险规避优势，

避免了因苏联的教条要求或误导而走弯路。 

2.2 “两弹一星”工程对机遇优势的利用 

中苏技术转移与交流的特殊历史，造就了中

国国防科学技术，尤其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特

殊机遇优势。而这一机遇优势，也来自中国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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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优势与风险规避优势的利用和转化。 

首先仍以导弹为例。1960年中国仿制导弹的

发射成功，是中国自主研制导弹的第一步。之后，

国防部五院开始在“1059”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全

新型号的导弹。经过近两年努力，1962年 3月 21

日，我国自主设计的东风二号中程地地导弹在酒

泉基地第一次进行发射，但遭遇了失败。这次失

败给所有科研工作者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同

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3月 31日上午，以钱

学森为代表的五院科研团队向聂荣臻汇报了东风

二号导弹第一次发射失败原因的初步分析，聂荣

臻提出了五点意见：第一，失败不可怕，要从失

败中吸取教训；第二，针对这次失败，要展开广

泛的讨论，继续进行研究和试验；第三，失败暴

露了五院存在的问题，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

第四，钱学森主抓五院科研，王诤负责生产试制

和设备与条件保证；第五，明确了党的领导是政

策引导和保证，政治工作要讲究方法[7]820-821。技

术上，钱学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后来

成为中国导弹与航天领域、乃至所有科研工程部

门共同遵循的科研管理模式： 

首先，是系统工程理念、总体设计部和总设

计师制度的建立；其次，是技术责任制及科研程

序制度的建立；第三，是预先研究理念的建立。

这三条经五院汇报给聂荣臻后，由聂荣臻进一步

总结为“科研三步棋”思想。又经过两年，1964

年 6月 29日，改进型东风二号中程导弹发射获得

圆满成功，在随后的 7月至 10月间多次发射试验

均获得成功。 

今天看来，1962年的失败无疑是一次机遇，

其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影响。其中对后世最具有

决定意义的，就是系统工程方法与理论在中国的

发展。钱学森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在加

州理工学院完成学业，冯·卡门的众多学生都曾

在世界系统工程理论的发源地——贝尔实验室从

事理论研究或管理工作。“系统工程的策源地之一

是美国的电话与电报组织(AT&T)。贝尔电话实验

室，或许是美国除去院校外最大的 AT&T 研究群

体。”[8]出于战争的需要，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加

州理工学院在内的很多高校都参与了军事研究活

动。在美国工作期间，钱学森也广泛参与了科学

理论和实践工作：“20世纪 40年代，他曾经是美

国著名的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第一任主任，同时

兼任哥达德航空中心的讲座教授，亲自参与了美

国空军制定的著名的‘飞向新高度’规划的科学

实践，直接起草了规划的重要部分，逐步形成了

他独特的系统工程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9]但在

此期间，钱学森主要从事理论分析与研究，并未

实际参与和组织导弹研制；因此，系统工程在钱

学森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阶段。正是由于在“两

弹一星”工程中钱学森亲自负责导弹研制的实践，

并经历过 1962年的失败，促成了系统工程由理论

向方法和实践的转变。尽管当时中国与美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与美国也有数十年的差距，中国系统工程

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却几乎与世界同步。 

核弹研制的历程同样反映出中国对机遇优势

的把握和利用。据美国对华解密档案透露，直到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美国情报部门一直

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与美苏相同，都是钚弹。

因为相比于提炼高浓度裂变材料铀 235，钚 239

的制取更容易(但钚弹的设计比铀弹复杂)。而后来

的事实却证明中国的原子弹是铀弹。正如第二炮

兵司令部与军研部的胡文、宁凌所说：“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的理论、结构设计、各个零部件、组件

和引爆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制造，以及各种测试方

法和设备，都与美国和苏联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我国的氢弹也没有采用美国和苏联提出的分段式

设计的思路，而是选择了跨越一个技术发展阶段，

走更高级的热核武器研制道路。”[10]58他们进一步

指出：“‘两弹一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证明，处

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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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注意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借鉴和利用最新成

果和技术，为我所用，保证发展的高起点。同时，

对于后发国家来讲，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亦步

亦趋，只能是步步落后，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前者。

因此，在学习借鉴前者的同时，必须要敢于突破，

从确定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到组织具体研制上，

都应坚持跨越式发展的思想。”[10]58中国人造卫星

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 

3  “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后发劣势应对 

“后发者制于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后

发者的确可以通过跟进学习提升自身的科学技

术水平，但这只是相对于后发者本身而言。在绝

对意义上，后发者相对于先发者的差距永远存

在。当涉及有关国家利益的关键技术时，跟进优

势将直接转变为劣势，危及后发者的安全。尤其

当先发者与后发者处于敌对状态之下，更是如

此。另一方面，先发者可能通过对技术的封锁和

垄断，使后发者直接受其控制或依赖先发者，成

为其附庸。 

中国以获取“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

技术的根本目的，并非要在绝对技术水平上赶超

苏联或美国，而是为了自身安全。苏联政府对中

国的援助，虽有自身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也因为

它有绝对把握保持对中国较大的技术优势。这是

一种巧妙的政治-技术平衡。二者当中有一者发生

变化时，平衡就可能被打破。苏联撤销对中国援

助的深层原因，正来自于此，引发苏联撤援的导

火索，也或多或少与之有关。 

首先，1957 年 7 月，赫鲁晓夫试图在中国建

立长波电台的计划受阻。两年后的 1959 年，中国

不经与苏联商议，开始炮击金门，给赫鲁晓夫缓和

东西方敌对局面的努力增加了阻碍。此前包括苏联

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冷淡态度，意味着苏联已

开始对中国抛开“老大哥”而自行其是有所不满。 

其次，由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

在科学技术领域突飞猛进，中苏技术交流中苏联

向中国索取的已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和中草

药等技术，还延伸至现代尖端技术领域。就在 1959

年台海危机的对战中，国民党发射了一枚红外制

导导弹，但没有爆炸。苏联希望获取这枚导弹进

行研究，中国拖延不给，最后交予苏联的是已经

缺少了红外线弹头的传感器，这加剧了苏联对中

国的负面评价。 

最后，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苏联政府认为，

中国向苏联索取的技术援助越来越多，要求也越

来越高，超过了苏联能够提供给中国的上限。关

于人才培养、技术资料和设备援助、派遣专家等

问题，中苏一直处于讨价还价的状态，其间多有

摩擦。而根据中苏之间签订的技术转移协定，中

国对这些技术资料的获取都属理所当然。 

中国对后发劣势的应对原则，其一是坚持走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其二是通过各种渠道打

破封锁和垄断，尽一切可能获取自己所需的先进科

学技术资料。这两条原则与大科学工程的特点，共

同促成了“两弹一星”工程应对后发劣势的两大措

施：科学-技术-工程同步推进和技术民主。 

3.1  科学-技术-工程同步推进 

如前所述，工程实践建立于相应的科学理论

和技术原理之上，这是其不同于科学发现与技术

发明的特点之一：科学探索的道路有无穷多条，

成功的寥寥无几；技术发明的道路也有无穷多条，

最终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也是凤毛麟角；工程项目

的规划却只有有限的几种，且要求较高的可靠性。

简而言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都属于开放性过

程，允许失败，工程制造原则上不允许失败。科

学理论不坚实、技术工艺不成熟的情况下，工程

制造是无法实施的。也正是针对工程活动的这个

特点，周恩来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

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11]。大科

学工程又与一般的工程项目有诸多不同，尤其是

“两弹一星”这样产生于特殊背景下的大科学工程。

虽然从整体上看，大科学工程的理论探索和技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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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走在工程实践之前。但大科学工程在决策规划之

际，理论和技术的准备往往并不充分(对中国而言，

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而是理论、技术、工程共同推进，向最终目标聚合。

这也是大科学工程中的“大科学”意义之所在，否

则它只能是“大工程”而非“大科学工程”。 

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这一点尤为明显。

除钱三强、朱光亚、程开甲等少数科学家曾涉足核

物理外，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所从事的专业都与核

物理相去甚远，对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近乎一无所

知。加之苏联只帮助中国建起了反应堆和回旋加速

器，派遣专家讲解了一部分原子弹原理，而并未提

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

此，原料的制备、理论的探索、技术工艺的积累和

试验基地的建设是同时展开的。这种一边摸索一边

实践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如一般工程项目那样的高

可靠性。在认识到“两弹一星”工程的这种特殊性

之后，中央领导层对指导方针及时做出了调整：“科

学试验不能提‘稳妥可靠’。因为，既是试验，就

可能有失败⋯⋯过去试验失败，我从来没有泼过冷

水⋯⋯主席和总理把‘稳妥可靠’改为‘大胆谨慎’，

我认为这比较好。”[7]1099 

3.2  技术民主 

“两弹一星”工程中的技术决策机制包括两个

方面：技术民主和技术责任制。技术责任制是指

科研和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由技术专家负责的制

度。技术民主则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在科研

团体内部形成的学术和技术讨论与决策机制，具

体表现为民主集中制。 

集中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

心”。对科学技术团队来说，该核心要具备的素质

包括坚实的专业基础、广阔的战略视野和杰出的

领导能力，核心的权威性正是由这些能力素质作

保证的。通常情况下，当团队其他成员与核心人

物专业水平差距较大时，团队倾向于向“核心”

集中，团队成员更多地是担当“执行者”的角色，

各司其职。而“两弹一星”工程中的科研团队、

尤其是承担理论探索工作的团队，情况却与此不

尽相同。典型如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理论设

计部，由邓稼先担任主任，周光召任副主任。包

括主任和副主任在内，该所成员都是从未接触过

原子弹理论的年青人。为突破理论瓶颈，邓稼先、

周光召与其他科技工作者共同学习、共同攻关，

讨论时各抒己见，排除了“核心”或“权威”的

束缚。这种民主、平等的精神氛围，既有中国共

产党一贯以来民主集中制度的影响，又是由当时

的现实条件造成的。这也是参与“两弹一星”研

制的科学家在提及成功经验时一致强调“集体”

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部门壁垒的打破以及对保

密制度的一系列改革，都是技术民主的具体表现。

技术民主制的施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不同年

龄、不同层次人才的智慧和能力，使中国有限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 

4  启示 

“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集全国之力组织实

施的第一项大科学工程。它不仅为新中国国防科

技体系的建立乃至科学技术的整体全面发展奠定

了基础、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新中国的科学

研究和科技创新树立了可供学习、借鉴和传承的

模式与典范。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科学院

党委书记张劲夫就提出，“尖端科学现在主要是为

了军用，同时也是为民用作储备。”  [12]随着历史

的发展，其启示意义已远远超出当时的预想。如

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应对后发劣势，即是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今天的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越来越

多的科技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处于与发达

国家“并跑”的状态，甚至处于“领跑”状态。

但必须承认，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基础科学、

核心技术、核心元器件和高精尖设备等诸多领域

相比发达国家都有不小的差距，仍属于“后发者”。

2018年的“中兴事件”、日本“18年 18个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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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得主”等都从不同侧面给了我们启示和警醒。

美国政府前科学顾问 V·布什认为，“一个在新基

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它的工业

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

是虚弱的，不管它的机械技艺多么高明。”[13]我们

应当充分学习和借鉴“两弹一星”工程处理后发

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成功经验，破解这些难题。 

4.1  理性对待风险规避优势与跟进优势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除去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核心领域的科学技

术，其他绝大多数基础科学理论、通用技术都是

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传播和扩散的，中国想

要获得这些科技成果并不困难。如果说在起步和

初创阶段，这些成果能够使我们获得足够的风险

规避优势与跟进优势的话，在现阶段，它们能够

带来的危机与隐患往往多于优势，而且很多时候

优势与劣势都是相对应存在的。“两弹一星”时

代，出于国家战略安全和成本考虑，我们将主要

力量集中于导弹的研发上，暂缓了大飞机的研

制，其结果就是我国的导弹和火箭技术领先世

界，但大飞机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直

到近些年才有所改观。即便如此，对于世界顶级

的航空发动机，我国仍处于“‘拆开了，我们就

装不回去’，⋯⋯‘攻不下来死不瞑目’”[14]的状

态。信息技术领域，我国长期依赖进口芯片和操

作系统，致使我们在核心软硬件技术上频频被发

达国家“卡脖子”。今后，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

提高、科技实力的增强和世界范围内科技交流的

增多，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风险规避优势和跟

进优势将越来越小、甚至不复存在。而与此同时，

少数关键核心领域中的后发优势则会由于盲目

“拿来主义”的习惯直接演变为“过度依赖”的

后发劣势。 

因此，我们一定要理性、全面地分析和对待

“后发优势”，尤其是后发优势中的风险规避优势

与跟进优势，避免其演变成后发劣势。 

4.2  主动变后发劣势为机遇优势 

综观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

样一种现象：凡是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迫

使我们不得不自主创新的技术，我国都走在了世

界前列；而凡是比较容易“拿来”直接用、甚至

“盗版”猖獗(例如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技术，我国

都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前文也提到，正是

苏联的撤援逼我们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使我

们避免了后发劣势。今天发生的许多事件，从一

个角度看是对我们的挑战和打击；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则蕴藏着机遇。“中兴事件”就是典型，另

一个典型就是我国的超级计算机。 

在超算领域，我国过去一直处于“后发”状

态。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我国开始在

超算领域逐年发力，到 21世纪初已颇见成效。随

着 2010年“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名列世界超算

500强榜首[15]，到 2014年，“天河”(先是“天河

一号”，后是“天河二号”)系列计算机多次蝉联

这一殊荣。但“天河二号”存在一个隐患：它使

用的是英特尔“至强”系列芯片。2015年 4月，

在世界超算排名公布前，美国商务部做出决定，

对中国四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禁售英特尔“至

强”芯片，理由是这些机构被认为“对美国的国

防安全或外交利益不利。” [16]其中受到较大影响

的就包括“天河二号”。虽然在 2015 年的排名中

“天河二号”继续高居榜首，但由于美国的限制，

无法得到相应芯片，维护和升级都遇到了巨大困

难。不过，仅仅一年之后的 2016年，我国就研制

出了“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采用中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申威 26010”众核处理器，以

峰值速度 12.5 亿亿次每秒、持续性能 9.3 亿亿次

每秒的速度夺取了世界超算的魁首[17]。2017年，

神威·太湖之光再次荣登世界超算榜首，直到 2018

年才被美国的“顶点”超越。即便如此，我国进

入“500 强”排名的超算总数依然超过美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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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牢牢占据着第三和第四的位置，是世界上当之

无愧的“超算”领跑者[18]。 

面对发达国家在核心科技领域“卡脖子”的

挑战，只有丢掉幻想、下定决心搞自主创新，才

能使我们化挑战为机遇，变“后发劣势”为“机

遇优势”。同时，对目前仍然存在“风险规避优势”

与“跟进优势”的科技领域，我们也须提高警惕、

早做准备，既要避免其演变为后发劣势，又要及

早争取将其转化为机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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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f the Late-mov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Bombs, One Satellite” Project 

Liu Yudong 

(Basic department of 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PLA, Beijing 10141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te-mov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late-mov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Bombs, One Satellite” project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Two Bombs, One Satellite” project mainly uses risk aversion advan-

tage, follow-up advantage, and opportunity advantag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na-

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effectively. However, In terms of late-mover disadvantages, it adopts sci-

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and technical democracy to fully mobilize limited re-

sources and relatively avoid the adverse effects due to the disadvantages.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se practices on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Two Bombs, One Satellite” project; late-mover advantage; late-mover disadvantage; risk 
aversion advantage; follow-up advantage; opportunity advantage 


